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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进入、环境管制与中国碳排放效率：

理论与经验证据

周杰琦，韩　颖，张　莹

摘　要：从外资进入对中国碳排放效率的作用这一基本问题出发，构建地区碳排放效率指标，将其分解为

产业结构、低碳技术进步两种基本决定因素，并在厘清外资进入、环境管制与碳排放效率三者相互反馈关系的

基础上，基于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联立方程模型探讨ＦＤＩ、环境管制对碳排放效率的作用机

制与影响效应。结果表明：（１）外资进入在引发产业结构高碳化的同时显著提升了当地的低碳技术水平，而对

邻近地区的低碳技术进步则存在负面效应；（２）地方政府间的引资竞争在强化本地环境管制的同时，对邻近地

区的环境管制起到显著的弱化效应；（３）在构建区域联防联控长效机制的基础上，加强环境管制是发挥外资在

环境保护方面积极作用的关键；（４）环境管制对外资的区位选择存在显著影响， “污染避难所”效应在中国成

立。最后，基于上述结论提出若干对策建议。

关键词：外资进入；环境管制；碳排放效率；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Ｆ２０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０１６９（２０１６）０２－００５０－１３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资助项目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及协同政策研究”（１５ＹＪＣＺＨ２４２）；
广东省教育厅青年创新人才类项目 “中国低碳经济转型的绩效评估、驱动机制与政策优化研究”（２０１４ＷＱＮＣＸ１１３）；广东省教
育厅国家级重大培育项目 “大数据时代国民经济运行研究”（２０１４ＧＷＸＭ０１８）
作者简介：周杰琦，经济学博士，广东财经大学经济贸易学院讲师 （广东 广州５１０３２０）；韩颖，管理学博士，东北大学工商管
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辽宁 沈阳１１０００４）

一、引　言

伴随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通过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与深度，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外资不仅可以弥补国内投资缺口，还通过溢出效应带来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是中国经济
增长的重要动力，然而，源源不断的外资流入对东道国的生态环境也可能产生深刻的影响。近年来，
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日益严峻，节能减排已成为共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从关注碳排放本身转
移到引发碳排放的因素及机理，其中，外资进入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更是受到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目前，大多数研究关注外资对东道国绝对碳排放量的影响，此类研究的政策含义较为模糊，尤其

是对于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而言，绝对减排将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有悖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权［１］。而碳排放效率则被视为以较少的碳排放获得较快的增长与较低的能耗［２］，同时，在中国继续扩
大对外开放水平背景下，ＦＤＩ仍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因此，谋求如何发挥外资对碳排放效率的积
极作用，是更为现实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那么，外资进入能否提高中国碳排放效率？其作用机制与影
响效应到底怎样？解答这些问题，对于深化对ＦＤＩ环境效应的认识、制定互相协同的各种政策，具
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０５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16.02.006



早期有关ＦＤＩ碳排放效应的研究聚焦于 “污染避难所”假说，即发达国家为规避本国严苛的环
境管制而向东道国转移污染性行业，对当地环境造成了负面效应。这一假说得到大量的实证支
持［３］［４］［５］。另一种对立的观点是 “污染光环”假说，即跨国公司通过向东道国传播更清洁的生产技
术、实现要素投入的节约来改善环境，这一假说也不乏证据［６］［７］［８］。理论与实证结果之间的分歧意味
着外资进入对环境的影响可能存在复杂的传导路径。自Ｇｒｏｓｓｍａｎ等［９］开创性地提出贸易与环境之间
关系的经典分析框架以来，外资对东道国环境的影响机制也可以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三
种影响渠道进行综合考察［１０］，从影响机制来看，“污染避难所”与 “污染光环”可能强调了两类不同
层面的问题：前者强调发达国家污染产业或部分生产环节的转移对东道国环境带来的负面效应；后者
聚焦于外商投资所承载的绿色环保技术对东道国环境带来的积极效应，由此外资进入对碳排放效率的
影响理论上存在正反方面的双重效应。
有关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所形成的一个主要共识是，外资进入不仅会增加产出规模，而且会促使产

业结构向高能耗、高污染的方向转移，由此ＦＤＩ对东道国环境有负面的规模与结构效应［１１］。然而，
外资进入对东道国环境的技术效应则是一个存在较大争议的问题：一方面，外资通过带动经济增长、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环保技术应用等渠道，对东道国环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１２］；另一方面，也
有学者对此结论提出质疑，如Ｇｏｒｇ等［１３］认为，关于发展中国家ＦＤＩ技术溢出效果的实证结果可能因
内生性问题而存在较大偏误，蒋殿春等［１４］认为许多文献可能因未考虑国内的制度环境而夸大了外资
的技术溢出。
近年来，鉴于技术效应在ＦＤＩ环境效应中的关键地位，许多文献关注这种技术溢出效应的内在

机理。Ｇｏｒｇ等［１５］、Ａｌｂｏｒｎｏｚ等［１６］基于模仿示范、人力资本流动、产业关联效应等机制，认为外资技
术溢出对碳减排具有积极作用。然而，一些学者认为外资技术溢出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不
仅随各国经济结构、发展阶段、能源价格的差异而变，还与东道国企业自身特征及其对国外先进环保
技术的吸收能力有关［１７］。近期，国际艰难的气候博弈要求各国越来越多地关注碳排放效率，相关研
究将ＦＤＩ对碳排放的影响延伸至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大多证实ＦＤＩ技术溢出有助于提升东道国碳
排放效率，且这种技术溢出效应在不同的影响渠道、区域、行业上存在较大的差异［１８］［１９］。
上述研究对于深入考察外资进入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有重要的启示，但直接涉及外资进入对中国碳

排放效率影响的文献较少，且存在以下需要改进的问题：
首先，在理论机制上，大多数研究遵循Ｇｒｏｓｓｍａｎ和Ｋｒｕｅｇｅｒ的框架，从规模、结构与技术等方

面考察外资进入对碳排放的影响，而将ＦＤＩ碳排放效应与环境管制纳入统一分析框架的文献相对缺
乏，这不利于全面把握ＦＤＩ的环境效应。理论上，外资的环境效应无论是遵循 “污染光环”还是
“污染避难所”假说，关键在于东道国政府能否实行有力、连续、一致的环境管制。环境管制不仅能
够影响外资流入的结构特征，还可以影响跨国公司使用何种类型的生产技术，因此影响了外资在东道
国生态环境变化过程中的作用［２０］。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既有文献大多使用单方程回归模型考察ＦＤＩ流入对环境的影响，而且在

具体的模型设计上仍有改进空间，比如，一方面，东道国的环境管制会影响ＦＤＩ进入的结构状况，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将逼迫政府把环境监管作为吸引ＦＤＩ的筹码，因此，忽视外资进入与
环境管制之间的这种互动作用，显然不利于全面认识外资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机制和效应，同时，作
为一种重要的流动性要素，外资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会突破区域限制而实现空间溢出效应，故还需将

ＦＤＩ的空间溢出效应纳入考察框架［２０］。
最后，在指标选择和构造上，既有研究大多存在 “缺陷同类项”问题，即选取的解释变量指标并

非由被解释变量本身分解得出，而是根据一定的研究需要主观设定，这不仅会导致不同研究的结论差
异较大，还容易引发相关的质疑。
鉴于此，本文的创新工作体现在三方面：第一，在指标设定方面，从行业异质性角度构建了一个

地区碳排放效率指标，通过对碳排放效率指标的分解得出产业结构和低碳技术进步两大决定碳排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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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关键因素，为后面挖掘不同层次的解释变量指标奠定基础，避免传统建模中解释变量指标选择的
主观性与任意性，同时，在ＦＤＩ环境效应分析中区分与界定了外资流量与存量指标，减少指标构建
方面的互相混淆；第二，在研究方法方面，从结构效应、技术效应、政府管制效应和经济增长效应四
个途径，全面阐释了外资进入对东道国环境质量的影响机制，以此为理论基础，明确考虑了ＦＤＩ的
跨区域效应，构建联立方程模型检验外资进入、环境管制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第三，在研究思路方
面，重点考虑了外资进入与环境管制之间的互动作用，分析与检验了外资进入在影响碳排放效率的过
程中，环境管制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实证结论具有丰富的政策启示。

二、理论分析框架

对中国现发展阶段而言，在保证经济增长同时实现绝对减排的难度很大，且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是
要在保增长的前提下，将碳排放量限制在不引发气候变化风险的范围之内，故考察外资对碳排放效率
的影响更为现实。有关碳排放效率概念及其衡量指标，尽管不少学者认为碳排放绩效是生产要素综合
作用的结果而呈现 “全要素”特征，但碳强度不仅充分考虑了发展是当代中国的第一要务，有利于形
成推动经济转型的倒逼机制［２１］，还是各国政府制定气候政策的重要参考，故以碳强度这一兼顾实践
性与可操作性的指标衡量碳排放效率。本文首先从行业异质性角度界定地区碳排放效率，并从结构和
技术两个维度对其进行分解，探寻地区碳排放效率变化的根本因素。

（一）碳排放效率及其决定因素分解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工业是提升碳排放效率的关键，同时，其也是外资主要流入的

领域，因此，本文碳排放是指由工业能耗导致的碳排放。设地区ｉ时期ｔ的工业增加值为Ｙｉ，ｔ ＝

∑
ｍ

ｊ＝１
Ｙｊｉ，ｔ，Ｙｊｉ，ｔ是该地区工业行业ｊ的增加值；记该地区在时期ｔ工业部门的碳排放量为ＣＯ２ｉ，ｔ，则碳排放

效率定义为Ｃｉ，ｔ ＝ＣＯ２ｉ，ｔ／Ｙｉ，ｔ，该值越低，表明单位工业增加值的碳排放越少，意味着工业碳排放效率
越高。记全国工业碳排放量和工业增加值分别为ＣＯ２ｔ、Ｙｔ。

设行业ｊ占地区ｉ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Ｓｊｉ，ｔ ＝Ｙｊｉ，ｔ／Ｙｉ，ｔ，其反映了该地区通常意义的工业内部产业
结构。鉴于各行业对能源使用的数量、种类、方式均存在差异，不同行业碳排放效率存在差异，借鉴

Ｈｅ［１０］、张宇等［２０］的思路，以行业ｊ在基期（ｔ＝０）的全国平均碳排放效率Ｃｊ０＝ＣＯｊ２，０／Ｙｊ０作为基准权
重，对工业行业比重进行加权相加，构建和碳排放效率相关的产业结构指标：

Ｓｔｒｉ，ｔ ＝ １

∑
Ｊ

ｊ＝１

（Ｓｊｉ，ｔ×Ｃｊ０）
＝ Ｙｉ，ｔ

∑
Ｊ

ｊ＝１

（ＣＯｊ２，０×Ｙｊｉ，ｔ／Ｙｊ０）
（１）

该指标用以衡量地区产业结构在节能减排方面的演变趋势。该指标越高，表示碳排放效率高的行
业在该地区工业部门占比越大，产业结构低碳特征越明显。
从动态视角来看，行业ｊ在基期全国平均碳排放效率Ｃｊ０ ＝ＣＯｊ２，０／Ｙｊ０ 可视为基准技术，Ｃｊ０ 和Ｙｊｉ，ｔ

之积ＣＯｊ２ｉ，ｔ体现了地区行业ｊ在利用该基准技术过程中的理论碳排放量，故地区碳排放的理论值为各

行业理论碳排放量的加总ＣＯ２ｉ，ｔ ＝∑
Ｊ

ｊ＝１
ＣＯｊ２ｉ，ｔ，将与地区碳排放效率相关的技术进步指标定义为地区

理论排放水平和实际排放水平之比：

Ｔｅｃｉ，ｔ ＝
ＣＯ２ｉ，ｔ
ＣＯ２ｉ，ｔ

＝
∑
Ｊ

ｊ＝１

（ＣＯｊ２，０×Ｙｊｉ，ｔ／Ｙｊ０）

ＣＯ２ｉ，ｔ
（２）

Ｔｅｃｉ，ｔ大于１，表明地区实际碳排放量要低于理论排放量，意味着该地区实际的低碳技术比基准技
术先进。
根据式 （１）、（２）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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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ｉ，ｔ ＝
ＣＯ２ｉ，ｔ
Ｙｉ，ｔ

＝ １
Ｓｔｒｉ，ｔ×Ｔｅｃｉ，ｔ

（３）

式 （３）表明，地区碳排放效率变化受制于产业结构因素与低碳技术进步因素。根据环境库兹涅
茨曲线，在工业化阶段，工业行业结构偏向能源密集型为主的重工业，因此不利于改善碳排放效率，
随着经济的发展，工业行业结构优化将促进碳排放效率。低碳技术进步主要源于两种渠道：低碳技术
的自主创新；国际低碳技术的引进与扩散。

（二）外资进入、环境管制与碳排放效率关系的理论分析
理论上，外资进入能够从诸多渠道对碳排放效率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通过文献梳理，两者间

的关系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首先，由上述的分析，产业结构和低碳技术状况是决定碳排放效率的直接因素，故任何能够改变

产业结构或低碳技术的因素均会对碳排放效率产生影响。由于外资进入不仅直接带来有关环保的技
术、设备及污染治理经验，还通过示范效应、竞争效应、人员流动效应与上下游经济关联效应等外资
技术溢出机制，引起东道国本土企业生产结构或技术发生演变，因此外资被认为是影响碳排放效率的
关键因素。此外，鉴于外资的环境效应既可能局限于其特定的流入区域，也往往通过前向和后向产业
关联效应突破区域的限制实现空间溢出，为全面把握外资的环境效应，不仅要对其引起的结构与技术
效应单独进行分析，还要将外资对环境的空间溢出效应纳入理论框架。
其次，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表明，在经济发展初期，人们宁愿牺牲环境获得快速的经济增长，随着

收入的增长，环境因公众对环境质量要求的提高而趋于改善，故若外资进入能够通过资本形成效应、
市场竞争效应、技术外溢效应等机制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则对碳排放效率可以产生间接的积极作
用。然而，鉴于外资进入在弥补当地投资缺口的同时可能对国内投资产生挤入或挤出效应，且其技术
外溢效应是否显著存在本身也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实证检验外资这种基于经济发展渠道所引致的
环境效应十分必要。
最后，外资进入还可以通过影响东道国环境管制强度对碳排放效率产生间接的效应。理论上，加

强环境管制不仅会提高污染型外资企业在当地的进驻与生存门槛，促进当地产业结构 “清洁化”，还
可督促其采用更先进的环保技术，故环境管制通过改变当地的产业布局与技术状况对碳排放效率产生
了影响。而反过来，在环境管制力度的诸多影响因素中，外资的作用不容忽视［２２］。在经济增长、就
业乃至政治晋升等目标驱动下［２３］，地方政府存在强烈动机采用弱化环境规制的方式争夺ＦＤＩ资源，
从而激发外企向当地转移污染产业，同时，宽松的环境管制使得原来拥有低碳技术的企业失去环境技
术方面的竞争优势，致使其放弃对环保技术的研发与应用。然而，随着环境的恶化，政府会通过制定
更严厉的管制措施，迫使外资企业创新环保技术，这不仅补偿其遵循环境规制的成本，获得 “创新补
偿”［２４］，还通过环保技术溢出效应改善当地环境。此外，鉴于外资所带有的沉没成本效应，从动态视
角来看，政府和跨国公司在环境博弈中对已进入的外资和潜在的外资会采取差异化策略，由此不仅需
将外资对环境管制的作用纳入理论框架，还需考虑本地和外地ＦＤＩ资源对环境管制所带来的不同作
用。
综上，外资进入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具有产业结构、低碳技术、经济增长与环境管制四种重要路

径。各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如图１所示 （（１）－ （４）表示外资对碳排放效率的各种作用渠道）。因此
要全面评析外资进入对碳排放效率的效应，需根据上述作用机制进行系统性的考察。

三、计量模型与变量说明

（一）模型构建
由上述理论分析，外资进入可以通过产业结构、低碳技术、经济增长及环境管制等渠道影响地区

碳排放效率，并鉴于变量之间也可能存在相互作用，若采用单方程回归分析不仅难以捕捉变量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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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外资进入、中介变量与碳排放效率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关联效应，导致难以完整认识外资进入的环境效应，还难以控制变量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因此，

借鉴 Ｈｅ［１０］，构建以下形式的联立方程模型：

ｌｎＣｉ，ｔ ＝－ｌｎＳｔｒｉ，ｔ－ｌｎＴｅｃｉ，ｔ （４）

ｌｎＳｔｒｉ，ｔ ＝α０＋α１ｌｎＰＧＤＰｉｔ＋α２（ｌｎＰＧＤＰｉｔ）２＋α３ｌｎＫｌｉｔ＋α４ｌｎＦＤＩｉｔ＋α５ｌｎＮＦＤＩｉｔ＋α６ｌｎＳｕｐｉｔ＋εｉｔ （５）

ｌｎＴｅｃｉ，ｔ ＝β０＋β１ｌｎＲｄｉｔ＋β２ｌｎＰＧＤＰｉｔ＋β３ｌｎＦＤＩｉｔ＋β４ｌｎＮＦＤＩｉｔ＋β５ｌｎＳｕｐｉｔ＋μｉｔ （６）

ｌｎＳｕｐｉｔ ＝γ０＋γ１ｌｎＣｉ，ｔ－１＋γ２ｌｎＰＧＤＰｉｔ＋γ３ｌｎＳｔｒｉ，ｔ＋γ４ｌｎＦＤＩｉｔ＋γ５ｌｎＮＦＤＩｉｔ＋ηｉｔ （７）

ｌｎＰＧＤＰｉ，ｔ ＝λ０＋λ１ｌｎＫｌｉｔ＋λ２ｌｎＣｉ，ｔ＋λ３ｌｎＦＤＩｉｔ＋λ４ｌｎＮＦＤＩｉｔ＋υ４ （８）

ｌｎＦＤＩｉ，ｔ ＝π０＋π１ｌｎＰＧＤＰｉｔ－１＋π２ｌｎＳａｌｉｔ＋π３ｌｎＩｎｆｉｔ＋π４ｌｎＭＩｉｔ＋π５ｌｎＳｕｐｉｔ＋ζｉｔ （９）

式 （４）是由式 （３）得出的碳排放效率分解恒等式，表示地区碳排放效率直接取决于产业结构与

技术进步两个因素。

式 （５）为产业结构回归模型。由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效应，产业结构受人均实际产出 （ＰＧＤＰ）

一次项及平方项的影响；由比较优势理论，产业结构受要素禀赋结构 （以资本劳动比Ｋｌ衡量）制

约；在开放经济下，ＦＤＩ对当地产业结构的调整起补充性作用，同时，为考察空间溢出效应，还引入

邻近地区的外资变量 （ＮＦＤＩ）；鉴于宽松的环境管制会降低污染产业进驻特定地区的门槛，将环境

管制 （Ｓｕｐ）纳入实证框架。

式 （６）为低碳技术回归模型，用以考察低碳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包括国内研发 （Ｒｄ）、技术

引进、技术外溢，对于后两者，流入本地的外资 （ＦＤＩ）与邻近地区的外资 （ＮＦＤＩ）往往起关键作

用，这是由于外资进入会激励本土企业进行技术模仿和追赶，乃至发生技术 “蛙跳”，最终获得趋于

国际前沿的环境技术。此外，为检验环境管制、经济发展水平对低碳技术进步的作用，还将Ｓｕｐ和

ＰＧＤＰ 纳入模型。

式 （７）为环境管制回归模型，用以检验外资通过政府管制对碳排放效率产生的间接效应，解释

变量包括：（１）上一期的碳排放效率，据Ｓｅｌｄｅｎ等［２５］，假设地区上一期碳排放效率 （Ｃｉ，ｔ－１）与当期

环境管制程度具有相关性；（２）经济发展水平，伴随收入的提高，公众会要求政府采取更严格的环境

管制；（３）ＦＤＩ，若跨国公司通过污染产业转移＊，将国外淘汰与禁用的产品、技术与设备通过投资

方式转移到中国，则会减少东道国环境福利，因此，此类ＦＤＩ的流入会引起环境管制的加强； （４）

４５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专题政策研究课题组的一份报告指出，１９９５年投资污染产业的外商比例约为３０％，到２００５年，这一比
例上升到８４．１９％，而环保产业的外商投资比例不足０．２％。



为验证周边地区潜在的ＦＤＩ资源对本地环境管制的影响，将邻近地区外资变量 （ＮＦＤＩ）纳入模型。

式 （８）为经济增长回归模型，旨在检验本地和邻近地区外资变量 （ＦＤＩ、ＮＦＤＩ）借助资本积

累和技术外溢渠道，通过影响经济增长对碳排放效率产生的间接影响。由新古典增长理论，经济增长

源于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故将资本劳动比引入模型；借鉴陈诗一［２６］，碳排放可视为被经济单位所

消费的环境服务，过度排放将导致环境恶化，对经济单位的生产率带来负外部性，故将碳排放效率纳

入模型。

式 （９）为外资进入影响因素回归模型，旨在考察环境管制对外资进入的反馈作用。据国际生产

折衷理论，外资流入受当地企业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因素的影响，借鉴曾贤刚［２７］，

外资流入主要影响因素包括：人均ＧＤＰ （ＰＧＤＰ）、市场化指数 （ＭＩ）、基础设施状况 （Ｉｎｆ）、人均

工资 （Ｓａｌ）及环境管制 （Ｓｕｐ）。

（二）指标构建与数据来源

上述模型中涉及的变量指标与数据来源说明如下：

１．碳排放效率 （Ｃ）。碳排放效率为Ｃｉ，ｔ＝ＣＯ２ｉ，ｔ／Ｙｉ，ｔ，因碳排放数据ＣＯ２ｉ，ｔ并无公开数据，通过地

区工业煤炭、原油和天然气消耗量与相应碳排放系数的乘积之和来估算。工业能源消费量数据源自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的 “地区能源平衡表”。经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平减后得出实际工业产出

Ｙｉ，ｔ，数据源于 《中国工业统计年鉴》。

２．产业结构 （Ｓｔｒ）。以式 （１）所示的工业行业结构反映与碳排放效率相关的产业结构。选取２５

个工业行业增加值及其碳排放效率构造产业结构指标，各地区分行业数据源于各地区的统计年鉴，各

地区和各行业能源消耗数据源于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３．低碳技术进步 （Ｔｅｃ）。关于技术进步，学者提出了各自衡量的方法，如Ｈｅ［１０］以环境规制作为

低碳技术进步的代理变量，但低碳技术进步不仅取决于环境管制强度，还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企业

排污行为与环境压力等因素相关，这意味着难以将低碳技术进步完全归结为环境管制的结果。本文基

于式 （３）构造低碳技术进步，这种处理的好处在于，低碳技术进步指标是从被解释变量指标分解式

推导而来，避免主观设定的随意性。

４．外资变量 （ＦＤＩ＼ＮＦＤＩ）。鉴于外资存量能更全面考察外资进入的长期累积效应，利用存量

数据能更好评估外资进入对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等方面的影响，式 （５）— （８）用外资存

量指标，以外商和港澳台投资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年平均净值余额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年平均

净余额的比重衡量。而由于外资流量能够捕捉各因素对ＦＤＩ区位选择的短期效应，式 （９）采用外资

流量指标反映外资进入程度，定义为省区外资总产值占该地区总产值的比重。数据由 《中国统计年

鉴》、各省统计年鉴计算整理。

关于邻近地区的外资进入程度ＮＦＤＩ （包括存量和流量形式），利用地理相关系数对除本地区ｉ

之外的地区外资数据加权相加来定义：

ＮＦＤＩｉｔ ＝∑
ｉ≠ｊ
ωｉｊ×ＦＤＩｊ，ｔ （１０）

其中，ωｉｊ为地理相关系数，计算方法为省份ｊ与省份ｉ省会城市之间地理距离 （ｄｉｊ）的倒数，即

ωｉｊ＝１／ｄｉｊ。鉴于在地球球面转换为地图平面的过程中，难以保持平面与球面之间在距离上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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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地球大圆距离测算省会城市间的地理距离，具体计算参考张浩然［２８］的方法。

５．环境管制水平 （Ｓｕｐ）。现有研究大多使用污染治理投入、环保人员数量等表征环境管制程度，

这些指标基本是从投入的角度进行度量，并未从环境管制效果的综合视角入手。Ｓｏｎｉａ等［２９］采用

ＧＤＰ／Ｅｎｅｒｇｙ度量环境管制强度，一般而言，单位 ＧＤＰ的能耗越少，碳排放量相应降低，该值越

大，反映节能减排效果越显著，意味着环境管制强度可能也越大。该指标好处在于能够反映政府针对

环境状况制定的政策体系的真实效果，但其缺陷在于，ＧＤＰ／Ｅｎｅｒｇｙ的变化既可源于政府环境管制的

调整，也可能与地区环保技术进步有关，故本文以低碳技术进步Ｔｅｃ对ＧＤＰ／Ｅｎｅｒｇｙ进行修正，将

环境管制指标定义为：

Ｓｕｐｉｔ ＝
ＧＤＰｉｔ

Ｅｎｅｒｇｙｉｔ×Ｔｅｃｉ，ｔ
（１１）

该指标构造逻辑在于，对于追求相同环境质量的两个不同地区而言，低碳技术相对落后的地区会

面临更严格的环境管制。

６．控制变量。（１）人均实际产出 （ＰＧＤＰ）。经ＧＤＰ平减指数得出地区人均实际生产总值。（２）

资本劳动比 （ＫＬ）。利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平减得出实际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再采用永续盘存法

测算地区资本存量，ＫＬ为资本存量与就业人口之比。（３）国内研发强度 （ＲＤ）。以地区研究与实验

发展经费内部支出占ＧＤＰ比重度量。（４）基础设施 （ＩＮＦ）。以交通基础设施密度衡量，借鉴Ｄｅｍ－

ｕｒｇｅｒ［３０］，交通基础设施密度通过加总铁路、公路与内河航道里程之后比上地区面积来度量。（５）人

均工资 （ＳＡＬ）。以经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平减后的实际职工平均工资度量。 （６）市场化程度 （ＭＩ）。

以私人部门固定资产占国内部门固定资产比重衡量。在以上控制变量中，除研发相关数据来自 《中国

科技统计年鉴》之外，其余变量数据均来自 《中国统计年鉴》。

本文实证分析基于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除西藏、海南和港澳台地区以外的２８个省 （市、自治区）的面

板数据，其中重庆的数据并入四川。对于个别缺失数据，根据其变化趋势进行平滑处理。为剔除价格

因素的影响，对各名义变量利用相应的指数进行平减处理。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

为避免由变量非平稳性引起的伪回归，首先需对各变量单位根进行检验。为保证检验结果的稳健

性，采用常用的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法：ＬＬＣ检验、ＩＰＳ检验、ＡＤＦ－Ｆｉｓｈｅｒ检验和ＰＰ－Ｆｉｓｈｅｒ检验，

检验方程分别采用仅包含个体截距、同时包含个体截距项与趋势项两类形式，滞后阶数由 ＡＩＣ准则

确定。结果表明＊，除基础设施变量在四种单位根检验结论中存在矛盾外，其他变量的四种单位根检

验统计值在１０％的显著水平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而所有变量的差分量在５％的显著水平均

是平稳的，故可认为所有变量均为Ｉ（１）过程。

（二）协整检验

由于各变量均存在单位根，若直接估计回归模型则可能存在伪回归。但因各变量均为一阶单整，

６５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为节省篇幅，各变量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不在文中报告。



若各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则表明回归结果仍是可信的。为检验变量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采用建立
在Ｅｎｇｌｅ和Ｇｒａｎｇｅｒ协整检验基础上的Ｋａｏ检验。该检验在第一阶段将回归方程设为每一截面个体具
有不同的截距项与相同的系数项，第二阶段，由ＤＦ检验与ＡＤＦ检验原理，对第一阶段得出的残差
序列进行平稳检验。从表１中Ｋａｏ检验结果看，各方程的残差均为平稳变量，故认为变量之间存在
协整性。

表１　联立方程模型的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方程 （５） 方程 （６） 方程 （７） 方程 （８） 方程 （９）

ｌｎＳＴＲ　 ｌｎＴＥＣ　 ｌｎＳＵＰ　 ｌｎＰＧＤＰ　 ｌｎＦＤＩ

ＬｎＲＤ － ０．１０７＊＊＊ － － －
（７．５６）

ｌｎＫＬ －０．２３２＊＊ － － ０．６１８＊＊＊ －
（－２．４１） （７．１５）

ｌｎＰＧＤＰ －０．２０１＊＊＊ ０．３２０＊＊＊ －０．３７１＊＊＊ － －
（３．９７） （８．９２） （－５．５８）

（ｌｎＰＧＤＰ）２　 ０．５７９＊＊＊ － － － －
（６．４２）

Ｌ．ｌｎＰＧＤＰ － － － － ０．４１２＊＊＊

（６．９８）
ｌｎＦＤＩ －０．０７９＊ ０．３７２＊＊＊ ０．４７５＊＊＊ ０．１７４＊＊＊ －

（－１．８３） （８．４７） （５．９８） （３．２９）
ｌｎＮＦＤＩ －０．００８ －０．１４１＊＊＊ －０．１３９＊＊ －０．０３４ －

（－０．２５） （－５．５６） （－２．０５） （－０．５７）
ｌｎＳＵＰ　 ０．０２１　 ０．１５１＊＊＊ － － －０．３９２＊＊＊

（０．４６） （３．０９） （－３．７３）
ｌｎＣ － － － －０．１６４＊＊＊ －

（－５．８２）
Ｌ．ｌｎＣ － － ０．８５３＊＊＊ － －

（９．３９）
ｌｎＳＴＲ － － ０．２９８＊＊＊ － －

（６．７４）
ｌｎＳＡＬ － － － － －０．５９７＊＊＊

（－９．９５）
ｌｎＩＮＦ － － － － ０．２６２＊＊＊

（５．３６）
ｌｎ　ＭＩ － － － － ０．２１９＊＊

（２．１４）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５５３ －０．２５２　 ３．０４９＊＊＊ ２．８６６＊＊＊ １．４８１

（０．５１） （－０．６７） （９．９４） （８．４３） （１．０１）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３６４　 ３６４　 ３６４　 ３６４　 ３６４
Ａｄｊｕｓｔ－Ｒ２　 ０．３８４　 ０．３１３　 ０．６６８　 ０．８６１　 ０．４４８
ＲＭＳＥ　 ０．２７３　 ０．３６９　 ０．３９０　 ０．２１０　 ０．７７４
Ｋａｏ检验 －２．５４２ －３．７４５ －６．８６３ －９．１２１ －２．１３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注：在ＥＣ３ＳＬＳ估计中，ｌｎＳＴＲ、ｌｎＴＥＣ、ｌｎＳＵＰ、ｌｎＰＧＤＰ、ｌｎＦＤＩ为内生变量，其余变量视为外生变量；

Ｌ．ｌｎＰＧＤＰ、Ｌ．ｌｎＣ为ＰＧＤＰ 与碳排放效率的一阶滞后变量；ＲＭＳＥ为均方根误差；＊、＊＊、＊＊＊分别表示１０％、５％、

１％水平上显著；回归系数括号里的数为ｔ统计值；Ｋａｏ检验方括号里的数为Ｐ值。

（三）联立方程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若直接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 （ＯＬＳ）对联立方程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可能是有偏和不一致

的，而考虑了联立方程之间误差成分的三阶段最小二乘法 （ＥＣ３ＳＬＳ）不仅利用了联立方程模型系统
全部先决变量的数据信息与结构方程的相关信息，还能够控制变量的内生性、回归方程之间误差项的
相关性以及异方差问题，因此采用３ＳＬＳ方法对联立方程模型进行估计。

７５周杰琦，等：外资进入、环境管制与中国碳排放效率：理论与经验证据



方程 （５）和 （６）分别反映了外资进入通过产业结构与低碳技术渠道对碳排放效率产生的影响。
从方程 （５）的结果看，人均ＧＤＰ一次项及平方项的系数分别显著为负和正，说明产业结构随着地区
经济的发展呈先恶化后优化的非线性特征，这从产业结构演变角度验证了环境库茲涅茨效应的存在；
资本劳动比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地区资本深化不利于形成低碳化的产业结构，这一方面可能与资本
密集型产业大多为高耗能、高污染产业有关，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结构、产权保护、融资约束等方面
的因素，资本深化并未带来企业研发投入的显著增加＊，限制了产业结构向低碳化发展；从外资的影
响看，外资进入对当地产业结构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对周边地区产业结构的影响也是负面的，但在统
计上不显著，究其原因，一方面，跨国公司通过ＦＤＩ渠道向中国转移了较多的高碳产业，许多在华
经营的外资企业将中国作为加工组装基地，主要在制造业从事中低端生产活动，导致国内高碳产业结
构的固化，另一方面，由于地区之间边界效应的存在，中国区域一体化程度并不高，流入本地的外资
对邻近地区产业结构的影响比较有限；环境管制的估计系数较小，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环境规
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十分有限。
从方程 （６）结果来看，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较大的国内研发投入及较强的环境管制力度均对

低碳技术有明显促进作用，这与理论预期一致；外资进入对当地低碳技术进步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而
对邻近地区低碳技术的影响则为负面，其原因为，跨国公司通常更普遍采用环境友好型的生产和管理
技术，包括更先进的污染控制技术、更有效的节能措施和更高标准的管理规范，且通过 “示范效应”
与产业关联效应向本地企业提供先进的环保技术。然而，跨国公司通过独资、互相配套，甚至资源争
夺等方式阻碍环保技术向邻近地区的扩散［３１］。
从方程 （７）结果来看，人均ＧＤＰ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环境管制力度随着经济发展趋于弱化，

为何两者呈现有悖于常理的负相关关系？我们认为这主要是由中国特殊的政治和财政体制所决定。在
重ＧＤＰ轻公共服务的体制下，各地政府存在以放松环境管制为手段争夺资源的动机，地方分权这一
体制给予地方官员通过环境政策保证其在 “晋升锦标赛”中脱颖而出的激励［３２］；产业结构的回归系
数显著为正，表明污染行业比重越高的地区越倾向于降低环境规制强度，意味着高污染产业对当地经
济增长绩效的绑架效应依然比较明显。
相对而言，外资进入对不同地区环境管制的作用比较复杂：外资进入引起了本地环境管制的强

化，但会显著弱化邻近地区的环境管制，原因可能为：一方面，大量外资流入对当地环境带来了巨大
压力，该地区政府必须实施更严格的环境管制，且鉴于 “沉没成本效应”的存在，外资一旦流入则不
会因环境管制政策的策略性调整而轻易撤离；另一方面，本地想获得比周边地区更快的经济增长，通
常会采取以邻为壑的发展策略，周边地区的外资是地方政府极力争夺的潜在资源，由此增强了地方政
府竞相降低环境管制标准实现 “招商引资”的激励。
方程 （８）检验了外资通过经济增长对地区碳排放效率所产生的间接效应。方程 （８）显示资本积

累对地区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碳排放效率提升对地区经济增长也有显著的积极影响，究其原
因，碳排放效率通常与地区生产率成正相关关系，提高生产率显然有利于地区经济持续增长；从外资
的影响看，ＦＤＩ流入对本地经济增长有显著的积极作用，而对邻近地区的经济增长则存在负面影响，
但影响并不显著，总体来看，外资进入可以通过资本积累与技术溢出效应对当地经济增长起到明显促
进作用，进而间接改善地区碳排放效率。
从方程 （９）的结果来看，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低廉的工资水平、完善的基础设施、良好的市

场环境所体现的区位综合优势对吸引外资具有显著的积极效应。而强化环境管制则对外资流入有显著
的负面影响，说明加强环境管制会阻碍高耗能、高污染外资企业的入驻，“污染避难所”假设在中国
成立。

８５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整理，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Ｒ＆Ｄ投入占增加值的比重历年基本徘徊于２％～３％之间。



（四）拓展分析：环境管制在外资碳排放效应中的作用

为进一步考察外资进入对碳排放效率的作用是否受制于当地的环境管制程度，在上述模型基础上

引入一些关键变量的交互项，构建如下扩展的联立方程模型：

ｌｎＣｉ，ｔ ＝－ｌｎＳｔｒｉ，ｔ－ｌｎＴｅｃｉ，ｔ （１２）

ｌｎＳｔｒｉ，ｔ ＝α０＋α１ｌｎＰＧＤＰｉｔ＋α２（ｌｎＰＧＤＰｉｔ）２＋α３ｌｎＫｌｉｔ＋α４ｌｎＦＤＩｉｔ＋α５ｌｎＮＦＤＩｉｔ＋α６ｌｎＳｕｐｉｔ

＋α７ｌｎＦＤＩｉｔ×ｌｎＳｕｐｉｔ＋εｉｔ （１３）

ｌｎＴｅｃｉ，ｔ ＝β０＋β１ｌｎＲｄｉｔ＋β２ｌｎＰＧＤＰｉｔ＋β３ｌｎＦＤＩｉｔ＋β４ｌｎＮＦＤＩｉｔ＋β５ｌｎＳｕｐｉｔ＋β６ｌｎＦＤＩｉｔ

×ｌｎＳｕｐｉｔ＋μｉｔ （１４）

ｌｎＳｕｐｉｔ ＝γ０＋γ１ｌｎＣｉ，ｔ－１＋γ２ｌｎＰＧＤＰｉｔ＋γ３ｌｎＳｔｒｉ，ｔ＋γ４ｌｎＰＧＤＰｉｔ×ｌｎＳｔｒｉ，ｔ＋γ５ｌｎＦＤＩｉｔ

＋γ６ｌｎＮＦＤＩｉｔ＋ηｉｔ （１５）

ｌｎＰＧＤＰｉｔ ＝λ０＋λ１ｌｎＫｌｉｔ＋λ２ｌｎＣｉ，ｔ＋λ３ｌｎＦＤＩｉｔ＋λ４ｌｎＮＦＤＩｉｔ＋υ４ （１６）

ｌｎＦＤＩｉｔ ＝π０＋π１ｌｎＰＧＤＰｉｔ－１＋π２ｌｎＳａｌｉｔ＋π３ｌｎＩｎｆｉｔ＋π４ｌｎ　ＭＩｉｔ＋π５ｌｎＳｕｐｉｔ＋ζｉｔ （１７）

与原有模型相比，扩展模型 （１３）、（１４）在模型 （５）、（６）基础上均引入环境管制和本地外资变

量的交互项，若能证实该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则认为环境管制对发挥外资对碳排放效率的积极效

应起到关键的作用。同时，扩展模型 （１５）还在模型 （７）中加入产业结构和人均ＧＤＰ的交互项，旨

在验证以下命题：产业结构对环境管制存在双重影响，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效应，产业结构调整对政府

环境管制的净效应主要取决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这一命题的基本逻辑在于，一方面，根据

Ｃｈａｎｇ［３３］的思想，如果某地区在污染产业具有比较优势，则意味着这些部门在该地区经济增长中占据

关键地位，进而对政府形成 “绑架效应”，迫使政府为追求经济增长而放松环境管制；另一方面，随

着经济的发展，高碳化的产业结构也必然由于环境压力而倒逼政府实施更严格的环境管制，由此若能

证实该交互项显著为正，则认为环境管制最终将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加强，同时地区经济发展对高污染

产业的依赖会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而趋于弱化。

扩展模型的３ＳＬＳ估计结果如表２所示＊。由于交互项的引入，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回归模型中

ＦＤＩ的系数表示当环境管制力度极低 （ｌｎＳＵＰ＝０）时，外资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从方程 （１３）和

（１４）的结果看，当环境管制程度很低时，流入本地区的外资对当地产业结构存在负面的影响，且对

邻近地区低碳技术进步的影响是负面的，这一结果与前面的结论一致；在方程 （１３）和 （１４）中，

ＦＤＩ和环境管制交互项均显著为正，表明强化环境管制能够促进外资企业向清洁行业转移，并促使其

采用更为清洁的生产技术，这一结果符合本文理论预期，即外资在影响碳排放效率的过程中究竟是扮

演 “天使”还是 “魔鬼”角色，背后的关键制度因素是东道国环境管制强度。在方程 （１５）中，产业

结构与人均ＧＤＰ交互项显著为正，表明产业结构对环境管制的影响依赖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意

味着在经济发展初期阶段，环境质量让位于经济增长，随着收入的增长，公众对环保的诉求会越发强

烈，环境管制将随之加强，导致当地经济对高污染产业的依赖性会逐渐减弱。最后，与原有模型相

比，扩展模型变量的系数符号基本没有变化，仅在大小与显著性水平上存在一些差异，表明回归结果

总体上是稳健的。

９５周杰琦，等：外资进入、环境管制与中国碳排放效率：理论与经验证据

＊ 限于篇幅，表２仅报告各回归模型中解释变量系数的估计结果。



表２　扩展联立方程模型的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方程 （１３） 方程 （１４） 方程 （１５） 方程 （１６） 方程 （１７）

ｌｎＳＴＲ　 ｌｎＴＥＣ　 ｌｎＳＵＰ　 ｌｎＰＧＤＰ　 ｌｎＦＤＩ

ｌｎＰＧＤＰ －０．５７９＊＊＊ ０．３６６＊＊＊ －０．４３６＊＊＊ － －
（－９．１３） （５．８４） （－８．８１）

（ｌｎＰＧＤＰ）２　 ０．２５３＊＊＊ － － － －
（３．４８）

Ｌ．ｌｎＰＧＤＰ － － － － ０．５７４＊＊＊

（６．６２）
ＬｎＲＤ － ０．１３０＊＊＊ － － －

（６．１９）
ｌｎＫＬ －０．６２９＊＊＊ － － ０．６５８＊＊＊ －

（－１１．２４） （１５．９４）
ｌｎＦＤＩ －０．２６１＊＊＊ ０．３０４＊＊＊ －０．０６８＊＊＊ ０．１２６＊＊＊ －

（－３．１５） （３．５９） （－４．２０） （７．３７） －
ｌｎＮＦＤＩ －０．０１９ －０．２５２＊＊＊ ０．１４６＊＊＊ ０．０４３ －

（－０．２８） （－６．２９） （７．６１） （１．０３）
ｌｎＳＵＰ　 ０．０１８　 ０．０９７ － － －０．２４６＊＊

（０．６５） （１．６１） （－１．９９）
ｌｎＦＤＩ＊ｌｎＳＵＰ　 ０．３１８＊＊＊ ０．２２７＊＊＊ － － －

（２．７１） （５．２６）
ｌｎＰＧＤＰ＊ｌｎＳＴＲ － － ０．０１７＊＊ － －

（２．０４）
ｌｎＣ － － － －０．２０８＊＊＊ －

（－１０．９７）
Ｌ．ｌｎＣ － － ０．２９９＊＊＊ － －

（１０．７６）
ｌｎＳＴＲ － － －０．０４８＊＊ － －

（２．０７）
ｌｎＳＡＬ － － － － －０．４８３＊＊＊

（－７．３５）
ｌｎＩＮＦ － － － － ０．１７３＊＊

（２．５３）
ｌｎ　ＭＩ － － － － ０．６７６＊＊＊

（４．５２）

五、结论与建议

从行业异质性角度构建一个地区碳排放效率指标，将其分解成产业结构与低碳技术进步两大基本

因素，并在梳理与阐释相关变量之间相互反馈关系的基础上，基于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

建立系统性较强的联立方程模型，实证检验外资进入、环境管制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得出以下主要

结论：

首先，外资进入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比较复杂，其在碳排放效率演变过程中扮演了双重角色：一

方面，外资进入引起了本地产业结构向污染方向演进，对邻近地区产业结构的影响不显著；另一方

面，外资对本地低碳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对邻近地区低碳技术进步存在负面的影响；此

外，外资可以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改善当地产业结构、技术条件和环境管制水平，由此经济发展也为外

资提升当地碳排放效率提供了另一种间接的重要途径。

其次，外资进入因其对环境造成的压力而强化了本地的环境管制，而作为地方政府争夺的一种潜

在资源，本地外资的增加会弱化邻近地区的环境管制力度，同时，加强环境管制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

０６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上避免外资企业向中国转移环境压力，促进本地产业结构的升级，还可迫使外资企业采用更为先进的
环保技术，因此强化环境管制有利于发挥ＦＤＩ对碳排放效率的积极效应。
最后，从吸引外资的因素来看，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低廉的工资水平、完善的基础设施、良好

的市场环境均是外资进入特定地区的重要因素。政府放松环境管制对外资进入也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中国成立，这意味着通过放松环境管制的方式有助于实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
目标。
上述结论可以引申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第一，鉴于外资进入对地区产业结构有显著负面影响，需要规制与限制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污染产

业，同时，运用总量控制指标交易、征收碳税、节能环保项目投资税收减免等市场手段，激励能够促进
碳排放效率提升的外资企业的进入，利用ＦＤＩ调整与优化区域的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针对目前外资流
入规模较大的制造业，应限制加工组装模式的外资企业的进入，设计激励相容机制吸引跨国公司在华设
立研发部门，支持其延伸产业价值链，发挥ＦＤＩ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积极作用。
第二，针对技术效应是外资提升中国碳排放效率的关键因素，需禁止跨国公司在污染控制技术方

面实施 “双重标准”，充分发挥其在核心低碳技术方面的示范与引领作用，借此纠正中国高能耗、高
污染与低技术的经济发展方式，为此，各地区需完善基础设施与产业链配套，吸引能够带来更多技术
溢出效应的外资企业进入高科技、节能环保、服务业等领域，利用外资推动产业链利益相关方清洁技
术的进步，实现引资和环保的双重目标。
第三，针对地方政府存在放松环境管制吸引外资的强烈动机，并鉴于其在环境治理中存在搭便车

行为，同时本地区单方面的环境监管强化可能会迫使污染外资企业迁移到其他地区，导致这些地区环
境的恶化，政策顶层设计不仅需要制定严格的环境保护政策，更有效引导地方政府实现良性的竞争与
合作，突出对其环保政绩的考核，同时应构建与完善以区域间统筹规划、相互协调为基础的环境治理
联防联控机制，为外资利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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